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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革命实践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解放战争时期的翻身运动从多个维度上重塑了乡村社会

的结构与面貌，而这种重塑的核心实质上则是一种权力实践与关系的根本性变动。权力变动的合法

性与合理性的最终确立是不能离开具有象征特征的仪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首先就体现为乡村各阶层民众对于各种权力象征性因素的认同上。革命的权力实践当然也不能

例外，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彻底实现最终就是要表现为象征领域内的一种“翻身”，而并不仅仅只

是体现为一种物质意义上的翻身。借助翻身运动中的宏观制度和微观机制，具有象征特征的仪式也

深深地根植在了华北解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了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的一个最重要因

素。对于中共革命实践进程中的象征性因素，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也有所涉及[1]。然就笔者所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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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

观性现实》，黄宗智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6-95页；张小军的《阳村土改中的阶

级划分与象征资本》，黄宗智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6-132页；丸田孝志的《国

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41页；洪长泰的《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02-319
页；李军全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杨豪的《传统的

发明：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与身体——以冀中解放区为中心》，〔福州〕《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丸田孝志的《太

行、太岳根據地の追悼のセレモニ一と土地改革期の民俗》，〔东京〕《近邻》2006年5月第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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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革命实践过程中象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有关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

仪式的研究则更是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术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汇编和报刊

等资料，试图从仪式的维度上来深度描写与深层解析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象征性因素及其在中

共革命进程中作用，以期深化革命史和乡村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新兴的仪式史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一、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化运作缘由

具有象征特征的仪式在中共革命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主要缘于仪式可以时刻形塑与构建

着革命进程中的认同和情感，而且乡村社会也“最讲究仪式，如果仪式举行隆重，给它的印象就更深

刻”[1]。在华北解放区的翻身运动中，共产党政权便通过借用新型革命仪式和改造传统仪式的方式，

来对农民阶层进行增象征资本化，以推动其实现彻底的中心化，而对地主阶层则进行去象征资本化，

以促使其实现绝对的边缘化。

可以说，象征资本的增和去是仪式具体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之一，而这一点也正是由象征资

本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所决定的。第一，象征资本是一种可塑性的资源，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可以被

塑造的，尽管有时候“它被完全扭曲，但它还能保持其内在能量——即动员、激发以及强制的力量”[2]。

第二，象征资本是一种有效的价值表现形式。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不同，象征资本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尽管它在没有被认可之前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不过一旦被占有和转化，其潜在的价值就会被表

现出来，这也正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地主阶层注重仪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第三，象征资本又具有滞

后性的特征，因为“当威望的基础消失时，威望不一定会消失，就这种情况来说，它的基础并不会轻易

消失”[3]。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象征资本的转化，权力的基础才有可能会实现完全的转化，仅仅只是

经济资本的转化并不足以使华北解放区的翻身运动实现彻底的完成。

地主阶层历来特别注重借用仪式的力量来对自身或者自家的象征资本进行增值与转化，同时也

借助于仪式的作用来巩固其乡村领导权力的合法性。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这些仪式主要包括

“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物”[4]，尤其是指祈雨、

祭祀、庙会、请神等公共性活动。在这些公共活动中，地主阶层凭借着自身或者自家的某种优势在地

方社会的公共场域中充分展示自己财富、学识和能力等，以便获取到与自身身份相符合的象征资本，

进而实现个体或者个体家庭的象征资本的进一步增值和转化。此外，个体仪式也是仪式中的一类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婚嫁、丧葬、建屋等个体性活动，例如：在抗战前，太行区武乡的地主阶层下葬

时就有一整套的个体仪式，“打发时，除请和尚外，还叫王八，请礼生，点主官，挂金字大牌，挽联挂账

送的很多，纸扎能摆好搬离长，什么九妖十八洞等。迎供、迎牌、迎帐子，打的各种执事，真是热闹，吃

饭是荤素两道，一杀猪就好几口。出丧时，联帐、纸扎能摆好几里长，虽是发丧，如同盛会。非穷小人

家，一领破席猴鬼爬杆，死了，埋了拉到可比”[5]。这些繁琐而隆重的个体仪式看似是一种炫耀式的表

演，但实质上却也是地主阶层在展示自身或者自家的地位与威望，实现象征资本占有与增值的一种

重要渠道。与之相反，对于农民阶层而言，这些公共仪式与个体仪式却成为了凸显其卑微地位的一

面镜子，农民阶层要么无力进行这些仪式化的表演，要么在各种仪式的实践过程中逐渐丧失掉自己

的“面子”。

[1]《榆社县赵庄村支部调查总结》（1947年5月），〔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A165-1-30–3，第17页。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13页。

[3]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4]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5]《武乡群众意识调查材料》（1943年4月27日），〔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A181-1-45–2，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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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层借助仪式的方式所实现的象征资本的占有和增值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占有不均衡的表

现，而且还对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阻碍。在华北解放区，通过传统仪式

的力量所生成与强化的命运、良心等“糊涂”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晋察冀区霍家村的“农民就认为地

主有好地主坏地主之分，把地主的好过，看成人家会闹，会成家，还有把自己的穷看成是天生的命穷，

没福气，往往把迷信和命运与地主阶级分开来看”[1]。涉县领底“赤贫郝兴昌说穷富天注定，斗垮了老

财，咱们可就没地方要饭了，陵川神山头一老农说过去咱求人家，如今咱斗人家，良心下不来，疼过的

肉，算了吧”[2]。热河区也有农民说“有钱人的日子是父一辈祖一辈辛苦赚来的，节省丢下的，不是抢

来的骗来的”[3]。甚至是一些农民积极分子或者党员干部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糊涂”的观念

与意识，徐水县詹庄村“共有二百四十户，其中二百一十户姓詹，只有很少几户外姓。九年来在日伪

蒋长期的压迫和威胁下，干部中封建落后的家族观念是很深的，‘都是老家，一个爷爷的子孙’”[4]。平

顺县七子沟村的农民积极分子也认为“村中没有地主，富农算地多的也只有三四十亩地，生活都很

苦，对阶级认识极其模糊，认为都差不多，没有剥削压迫现象”[5]。

这些“糊涂”观念的存在造成了不少被斗争过的地主“在村里仍摆着‘大老爷’、‘大老奶奶’的架

子，一哼二哈的吓唬农民，造谣破坏”[6]，不少的农民也还是“老实巴交的，不会说话，见了地主，总觉得

矮了半截”[7]。地主阶层长时间累积而形成的威望、见识等象征资本是具有很强惯性的，更是不会轻

易地消失，而这些威望、见识等象征资本的占有和增值也正是地主阶层借助乡村社会中各种传统仪

式的作用所积累与转化的，所以华北解放区上述“糊涂”观念和意识的存在其实质就是地主阶层仍旧

拥有象征资本而农民阶层仍然缺乏象征资本的事实所造成的。

因此，如果不借用仪式的作用对农民阶层进行增象征资本化和对地主阶层进行去象征资本化的

话，那么华北解放区的权力关系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重组，翻身运动也就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

践。为此，共产党政权便借用了仪式的力量来对华北解放区的翻身运动进行实践与强化，特别是对

于新型革命仪式的借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公共仪式

在共产党政权所实践的新型公共仪式中，诉苦会、批斗会和庆祝性的公共活动则在其中占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会议式的公共仪式“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产生一种安全感”[8]，进而使农民之间相

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实现树立阶级意识、释放兴奋情绪、提升社会地位的剧场效应。

一般而言，在诉苦会召开之前，共产党政权往往会通过对话语、媒体等的主导，着力塑造“诉苦光

荣”的舆论空间，以便于农民阶层在即将开始诉苦的舞台上找到“移情”和“比附”的参照物。同时，注

意寻找和选拔诉苦骨干分子，并启发他们在诉苦的剧场中进行“点火”，即“以别人的或者自己的苦

难，触动历史的创伤，引导你从一点想起，连贯整个的一生经历，启发你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积极的起

[1]王宗琪：《深入运动中的思想发动》，《晋察冀日报》1947年8月4日，第2版。

[2]《发动落后农民太行取得经验》，《人民日报》1947年1月18日，第2版。

[3]《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1947年3月），中共河北党委党史研究室编：《热河解放区》上，〔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第285页。

[4]《打掉家族观念的金箍咒》，《晋察冀日报》1947年2月3日，第2版。

[5]《平顺七子沟支部调查》，〔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A191–1–14–4，第1页。

[6]王力：《沁源县复查的主要经验》，《人民日报》1947年8月2日，第2版。

[7]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8]《唐县县委关于诉苦运动的指示》，〔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171–4，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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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斗争”[1]。乡村女性大都感情脆弱，容易激动，所以为了营造诉苦的仪式性氛围，同时也为了充分调

动广大农民的情绪，华北解放区的很多村庄一般都是选取女性来作为剧场诉苦的骨干分子的。前期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诉苦仪式便如期开始。

在诉苦仪式中，共产党政权先通过剥削概念的引入与植入，使农民真正意识到“到底是谁养活

谁”的问题，然后通过计算地主之所收与农民之所得之间的巨大差额，进而使农民认识到原来本应归

自己所得的绝大部分土地收益竟然是被地主剥削了，自己以往所崇拜与尊敬的地主竟是个剥削者和

吸血鬼，看来真是“坑不了穷人发不了家”。在太岳区的一次诉苦大会上，农民就质问地主，“你怎富

的，你吃的是啥”，地主回答，“我是靠剥削大家富的，我吃的是白馍”。农民进一步质问到，“白馍里包

的是啥”，地主回答，“豆子”。这时农民大大激愤起来说，“不是，你吃的是我们穷人的血汗，馍里包的

是我们父母妻子”[2]。认同性危机的认识直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的出现，所以农民阶层在认识到地主

阶层的“剥削者”和“吸血鬼”身份以后，便开始对地主阶层象征资本的合法化产生了怀疑，并意识到

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原来都是由于地主的剥削所造成的。诉苦仪式的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群

体极化和群体思维的力量，农民阶层普遍地认清了地主阶层的罪恶，于是他们便“口口声声要冤冤相

报，有的泣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

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苦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3]，然后“全体宣誓，齐心斗垮奸

霸地主，‘翻身万岁，穷人坐天下万岁，毛主席共产党万岁’之吼声，震破大地静寂”[4]。

为了使诉苦仪式更加地形象化和真实化，华北解放区的很多村庄甚至还将诉苦会变成了公祭

会，将诉苦地点选在了寺庙或者坟地，让“苦主身穿丧服，挂着死者灵牌”[5]，以烘托出“苦”的氛围。借

助诉苦的仪式与氛围，农民阶层的阶级觉悟也逐渐形成了，他们认识到地主阶层正是他们各种“苦”

的始作俑者，地主是“咱们（农民）的冤家对头，吃咱们的肉，喝咱们的血，欺压的咱们喘不过气来。他

们吃租放利，欺街占道，把持会事”[6]，丑恶（如平北小孩把地主做骂人名词）便也逐渐成为了地主阶层

的代名词[7]，地主阶层以往所占有与积累的象征资本也就大大的流失了。在诉苦的过程中，共产党政

权还塑造出了“劳动创造一切”、“苦多就是功劳大”、“苦就是理”等话语，使农民阶层逐渐意识到“世界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谁劳动谁就是社会的主人”[8]，认识到原来自己才是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农民、

穷苦、贫困等词语原来也都是光荣的体现，自己先赋性的农民身份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性和神圣性，

正是“一切权利归农民，农民就是社会的主人翁”[9]，农民阶层的象征资本获得了极大程度上的增加。

与此同时，诉苦仪式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批斗仪式的开始。在华北解放区的批斗会上，各种仪式

化的表演更具有明显的剧场式效果，直接面对面的批斗与羞辱使得地主阶层通过各类的传统仪式所

获取而来的象征资本几乎损失殆尽。冀中区五公村批斗地主李大林时，农民“铁头的大姐李芹被扶

到台上，斥骂李大林。当她倾诉其不幸时，人们静静地听着。由于他父亲犯下的罪孽以前几年所有

[1]《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1947年6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省土地改革档案

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2]《诉苦中揭露富根》，《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年8月1日，第2版。

[3]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年7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33-1-77-27，第13页。

[4]《温县新区二次掀开土改运动》，《晋察冀日报》1947年7月26日，第2版。

[5]《宁南四区集训贫雇农中诉苦公祭悲愤复仇》，《人民日报》1947年9月18日，第2版。

[6]《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为实行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1947年 12月 26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冀东土地制度改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7]《冀热察土改运动初步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年11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省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

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8]《齐禹边地翻身农民热烈要求入党》，《人民日报》1947年6月5日，第2版。

[9]《阳城村支部公开实验总结》，〔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A184-1-60-4，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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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行，所以她一讲完，群众便包围并痛打不幸的李大林。大林被五花大绑，弯着腰游街，人们打他，

扭他，侮辱他，逼他承认列举的罪行”[1]。太行区张庄批斗地主王来顺时，农民“从来媳妇从自己从自

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她们足足打了一顿饭工

夫。从来媳妇一边打，一边喊‘你打了我六年，今天我要报这个仇。先前你一点不顾我们死活，你睁

着两眼不认得我们，现在我也不认得你，现在轮到我了’。王来顺在她们面前畏缩成一团，拳头和皮

带落在他的背上、脖子上，他哼哼着，后来便晕倒在地上”[2]。

批斗会上各种惩罚地主的行为都是在对地主阶层进行一种去象征资本化的实践，并借此以彻底

颠覆其依靠传统乡村仪式所获取与积累到的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对于农民阶层而言，

经过批斗仪式之后，他们则获取到了绝对意义上的象征资本，社会地位急速上升，“在这个农民翻身

的园地里，随地听到农民评论着‘谁是贫农，谁是地主’，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嚷着‘咱们团结起

来，斗争这个地主、国特’，老汉们高兴地念叨‘这回我死了也不屈了，仇报了’，随便一个群众会上，都

是‘毛主席咱们的万岁’，过去被人看不起的带汗味儿的贫农们，当上了村代表、村主席”[3]，成为了新

社会的主人翁。

批斗会过后，华北解放区的很多村庄大都还会举行展示或者庆祝翻身的公共性活动，例如：吃伙

饭、唱大戏、大游行等庆祝性的活动。冀中区农民翻身以后，“纷纷把翻身日子，定为翻身节，逢时庆

祝，以示纪念，家家贴上新对联，和过年一样大部分村庄都开了庆祝翻身会。有的地方还演出戏，南

柏泉演了万年穷翻身，赵庄农民自演实事贫女泪”[4]。太行区“白村群众欣喜若狂，召开了庆祝翻身胜

利大会，演习扭秧歌，锣鼓喧天，相庆翻身，人人挂着个笑脸，并一致通过给毛主席写信”汇报翻身[5]。

冀鲁豫区翻身农民也为了庆祝翻身，集体吃齐心饭，“吃饭时，五十多岁的妇女小组长说，‘我有五年

连初一也没吃过肉了，今天补个年吧’。一个贫农老头说‘今天吃这顿饭，我又想起往年的事了，在那

时哪想到今天穷人会翻身呢’”[6]。冀晋区井陉“群众为了庆祝胜利，各村普遍召开了庆祝穷人翻身胜

利大会。为了开得隆重，不少村搭起了排楼，张贴了红绿标语，升了党旗和各色彩旗，有的村还列出

了烈抗千属光荣榜。有业余剧团的村庄还当场演出了节目，庆祝穷人翻身。大部分村庄在群众要求

下，规定了翻身纪念日，每年到这一天都要组织庆祝”[7]。太岳区×村翻身后，“群众聚集集会场，识字

班穿着五色灿烂的衣服在国乐队伴奏下，扭着秧歌舞，民兵队儿童团排列在两旁，在三响喜炮声中，

全体群众按工农青妇团体，正对出发游行，高举着‘王家对河村庆祝翻身大会’的大旗为前导，敲打着

十八面大小锣鼓，向黄家对河等村出发，每到一村，即鸣炮三响，并表演秧歌”[8]。

如果从生产的角度上进行考虑的话，那么上述这些村庄的庆祝性的活动确实是一种“浪费”，有

些甚至是一种党员干部主导下的“浪费”，但是如果从仪式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这些庆祝性

的活动就无疑是一种强化认同、激发情感与重塑记忆的公共仪式。这些具有象征特征的狂欢式的公

共仪式化表演具有巩固翻身结果的作用，在激发农民阶层翻身的思想情绪与阶级共鸣方面也是其他

任何宣传手段所都无法比拟的。其实对此，华北解放区的领导层也是有一定认识的，冀热察区的领

[1]〔美〕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版，第153页。

[2]〔美〕韩丁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3]朱峥：《反右倾以来的怀柔土改运动》，《冀热察导报》1947年9月13日，第2版。

[4]《农民狂烈庆翻身》，《晋察冀日报》1946年11月13日，第2版。

[5]《榆社白村人人有地种狂欢集会庆祝翻身》，《新华日报》（太行版）1946年9月9日，第2版。

[6]《吃齐心饭想翻身事》，《冀鲁豫日报》1947年4月7日，第1版。

[7]《中共井陉县委土改总结》(1946年12月)，中共井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井陉党史资料——纪念井陉解放四十

周年》，1987年4月，井陉县委党史办公室藏，第238页。

[8]《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人民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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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就认为“庆祝大会、吃齐心饭是普遍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有人批评这是太浪费了，我们还不

同意。这个会更加表示农民是一家人，这个会再来一次回忆，悲喜交加更有意义”[1]。

三、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个体仪式

如果说公共仪式更多地是在实践一种翻身运动的话，那么个体仪式则更多地表现为展示一种翻

身运动的象征，即华北解放区的农民阶层通过修屋建房、婚丧嫁娶等活动对自身或者自家的象征资

本进行着增值与转化。冀中区的翻身运动结束之后，“各村群众准备盖房的很多，深泽小直腰即有二

户中农、五户贫农；大直腰东头即有十几户农民准备下砖坯木料，准备盖房”[2]。太行区翻了身的农民

还在自家新建房屋的门口上贴上自己编写的新式对联——“旧社会住草房，新社会住楼房”[3]，门口的

横批也变成了“劳动门第，而不是书香门第，广大农民自己欢欣的呼喊着，‘有了房子地，摆上桌子柜，

头顶的足踏的都是自己的’”[4]。冀南区翻身农民尚苏氏谈起翻身感激而又难过的说“翻身前我与孩

子在一间小草屋里当门面，高粱秆子绑的那门，理发、睡觉、做饭全在这间屋里，屎没有屎的地方，尿

没有尿的地方，下雨天也得到邻家解手。翻身后，分给我宽阔的三间大门面，白石灰墙，玻璃门窗，后

来又盖了四间配房，又分了一张桌子，三个椅子，就很像回事”[5]。翻身运动以后，由于修屋建房的农

民过多，以至于华北解放区的砖瓦都供不应求了，在太岳区的尹庄村“过去全村只有五家砖瓦窑，因

做出的砖瓦卖不出去而歇业了。现在增加到九座砖瓦窑，出货还供不上群众的需要”[6]。

在华北解放区，更有很多的农民利用翻身所得的果实进行了“时兴”式的仪式表演，以求获取到

相应的象征资本或者实现象征资本的转化。太行区“榆林坪村王德云结婚时，宴请亲友邻居二百五

十余人，请了两家鼓乐团吹打庆祝。穿戴铺盖也都用的是样布西货。事后算账，花了冀钞六百二十

多万，可折卖小米十石左右”[7]。冀鲁豫区翻身农民结婚时“用了五乘四人轿，有娶戚送戚的把新娘抬

来，礼堂是搭了一个台子，好像是在开纪念会，事前大发结婚启事，礼洋受了三万多，花销共五万多

元”[8]。太岳区的翻身农民埋人时，“前后三天时间，动用了三个闾的群众帮忙，连实客看热闹的群众

达七百人，请了是个道士、五个吹鼓手，坐法台招魂念经，行三兽礼。他这次过事，磨了麦子八九石，

杀了一头猪，打了十几斤酒，光西瓜就吃了三百多斤”[9]。冀南区一个翻身的农民说“我母亲一死，邻

家都说俺娘活着没享什么福，如今翻身了，还不好好办吗？过去地主恶霸抖（威风的意思），我现在翻

了身也抖抖，叫了一班和尚，十个鼓手，办了三天大事，村里，民兵、妇女队和全体干部，连上亲戚朋友

共有二百八十余人参加，事后一算就花了十二万块钱还多”[10]。翻了身的农民阶层的“面子”、“威风”

及社会地位的展示与认同也是需要借助各种个体仪式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也折射出了象征资本在乡

村社会中的持续性影响，而这些个体仪式化的表演同样也是绝非生产意义上的“浪费”和“忘本”可以

[1]《刘杰同志关于察哈尔省土地改革的汇报》（1947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省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2]《中共冀中区党委结束土改总结》（1949年3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省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3]江涛：《翻身农民搬进新房》，《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9月11日，第4版。

[4]《中共太行区党委土地改革报告》（1947年6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省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5]《回忆过去比现在，永远跟着共产党》，《人民日报》1946年12月24日，第2版
[6]《群众情绪高涨积极兴家立业》，《新华日报》（太岳版）1949年3月13日，第1版。

[7]《结婚不要过分浪费》，《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7月21日，第4版。

[8]《应立即制止浪费现象》，《冀鲁豫日报》1946年9月13日，第2版。

[9]《办出殡浪费太大》，《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年9月17日，第1版。

[10]《成磁群众节约废除婚丧旧俗》，《人民日报》1947年12月1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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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

但是此时，对于地主阶层而言，处于阶级结构末端的他们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借助个体仪式进行

占有或者增值象征资本的机会了，被管制的他们只能无奈地坐视自身或者自家象征资本的逐渐流

失，有时甚至还得在翻身农民的个体仪式表演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特殊方式来主动或者被动实践自

身象征资本的流失。例如：在农民阶层结婚时，地主阶层普遍地由以前的管礼、记账、陪戚等工作变

为了扫屋、烧饭等任务，农民阶层埋人时他们要抬水、抬棺材，农民阶层开会时他们还需要替农民阶

层犁地、翻土。太岳区“毛家坡张家埋人，佃户常安喜被请去管账，佃户李金荣、卢洪山等去当礼宾。

抬水、抬棺材的完全换成了村中从前的统治人物”[1]。太行区齐村群众开大会误时多，便决定“咱们每

天开会误时间多，叫地主恶霸给咱们耕地，以赔偿误工损失”[2]。冀中区甚至“清算后还叫他们要饭

吃，叫他们亲身体验下要饭之苦，还要给抗属挑挑粪，从各个方面把他们威风打垮”[3]。乡村社会的象

征领域内也在实践着一种“翻身运动”。

当然，新型革命仪式的实际效用也是不应该被过分高估的，它能够发挥作用也是需要特定的历

史情境的，而且仪式实践过程中的乡村各阶层民众也是有其自身的理性与诉求的。由于仪式都是建

立在情感与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共革命在改造传统仪式的同时无疑也削弱了仪式实践所必须的

基本情感与信仰，所以仪式基础的削弱也影响到了新型革命仪式的实际效用。此外，在利益逐渐递

减的情况下，新型革命仪式的实际效用也会慢慢地失灵的。太岳区李家沟反复召开诉苦会之后，诉

苦仪式的效用就大大地被折扣了，李家沟的农民对此也便说“有房有地有衣服有粮食，要啥有啥，说

地主有的打死了，有的斗老啦，咱村是没有什么问题，因此经过群众大会，群众诉苦劲头不大，反说

‘话说三遍清如水，再说一遍没人听’”[4]。新型革命仪式的现实遭遇也从一个侧面上暗示出了中共革

命实践在改造乡村传统过程中的实际效用。

四、结 语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仪式化表演符合乡村社会中的特

定惯习，这是在从个体心理上降低翻身运动的社会成本，更是从社会心理上强化这种翻身运动的社

会认同。中共革命其实也需要构建一种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以便于对所扶持的农民阶层进行象征

资本的增值与转化，而仪式则正是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中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因子，因为仪式既能为

翻身的农民阶层创造特定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同时也能打击地主阶层的权威，削弱进而毁灭地主阶

层的象征资本。跟传统乡村社会中地主阶层对自身或者自家的象征资本进行增值与转化的方式一

样，中共革命所主导的农民阶层翻身的彻底实现最终也是要在仪式的层面上进行的。从革命看象征

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也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

种学术上的自觉。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出现的浪费果实、惩罚地主等行为通常大都是跟具有象

征特征的仪式在乡村社会中的惯性影响有着密切联系的，并不能简单地仅以所谓的“左”的行为而加

以论之。这也提醒我们，在对中共革命进行研究时，不仅需要关注物质性因素在革命的动员与运行

中的作用，而且也需要关注象征性因素在革命进程中的持续性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真正走

近历史场景的深处。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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